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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情持续严峻，确诊个案不断上升，近日已见数字最高达每日近五万多宗。对于由COVID-19疫情爆

连花清瘟胶囊真的有效么？——抗疫“特效药”与中成药的全球化之路

连花清瘟现像，是中国近年来在国内外全面推广中医药尤其是中成药的一个缩影。

香港疫情大爆发 评论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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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至今，大部分时间仍然保持“清零”的香港，这一波故然让港人恐慌。连日来，多区超市货架被清空，市

面上舒缓肺炎病征的药物都一扫而空，市民甚至要上网于地方群组征求便利妥。除了西药以外，内地呼吸

病学专家钟南山推荐的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亦成为港人抗疫药物。加上近日中国政府高调加持，连没有本

地注册的连花清瘟胶囊港人都争相购买。

连花清瘟在香港登陆并不是孤例。2020年多国爆疫，连花清瘟胶囊作为抗击疫情的药物，经过菲律宾药监

局的批准，正式进入菲律宾市场。其时《马尼拉时报》非常强调这个中成药的有效性，且并未提到任何对

它成效的质疑，还引用连花清瘟当地的唯一发行商，菲律宾群岛国际贸易公司主席对其大加赞扬：

“COVID-19疫情揭示了中医药的重要性，尤其是连花清瘟显示了它在预防、治疗和控制新冠疫情的重要角

色。”另一家当地媒体Business Mirror对此药的登陆也是不吝赞美之词。同时，该中成药亦进入伊朗成为

抗击疫情大军的一员，遑论其从2020年3月开始就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抗疫的必备——作为从中央到地方的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推荐次数最多的中成药，官方通过社区居委派发给疫情严重的地区如新疆等（情况

跟今天香港相似），而一般民众也蜂拥购买，而导致以生产连花清瘟的以岭药业2020年上半年实现44.87

亿元的营收，已经超过2019年全年的收入。

然而，连花清瘟的药效成疑。最经常作为它的可能有效性的一篇文章是2020年5月发表在Phytomedicine

（Hu et al. 2020）上的一篇文章，但里面也提到它并不能减低重症病例转化率和病毒。唯一的效用只是

缩短恢复时间，然而，由于他们并没有做双盲测试，也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组，很难确定这些更短的恢复

时间不是由于安慰剂效应而导致的（另见中国大陆媒体“知识份子”对连花清瘟相关研究更加详细的批

评）。

那么，为什么这个有效性成疑的药物会受到如此追捧呢？事实上，连花清瘟现像是中国近年来在国内外全

面推广中医药尤其是中成药的一个缩影，而其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第一，国族主义、历史上福利供应能力

不足导致政府即使在文革破四旧的时代依然支持中医；第二，国家主导市场化、选择式全球化与经济国族

主义的交织催生出效果成疑的中成药； 第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参与全球化而扩大输出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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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7日，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龙川县人民医院，药剂师在煎药。摄：Kang P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中医存续：社会主义福利承诺与国族建设 


为了减轻医疗照护者的短缺问题，毛泽东及中央在五十年代推广传统中医，

即便他自己及很多政府要员并不相信中医。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承诺要对全民的福利包括医疗进行保障，再加上国家重建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劳

动力，故此想尽量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准。然而，当时国家经济能力还很低，而且大部分盈余要投资到工业

建设以追赶发达国家，所以就能想方设法以最可负担的方式来提供医疗福利。

于是，为了减轻医疗照护者的短缺问题，毛泽东及中央在五十年代推广传统中医，即便他自己及很多政府

要员并不相信中医（Norkin 2015；郑丹 2010）。比如五十年代时卫生部的实际掌权者王斌认为，中医

都是“不合格的”，而且是“封建”的，之所以不“打倒他们”，纯粹是因为“尚来不及培养大批有科学水准与经

验的新医生去置换”（郑丹 2010）。当然，王斌的言论比较极端和直白，而当时政府主流是调和，并最终

在“中西医结合”的口号下创造了⼀个新的中国医学传统：中国传统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并将它融入医疗体系中（Chakrabarti 2013）。

此外，毛泽东也有政治上，尤其是国族建设上的考虑。他希望出口传统中医可以提升与西方的关系。同

时，他也希望多运用中医可以减轻中国对潜在对手苏联在医疗设备和西药上的依赖（Norkin 2015）。更

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医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对外输出中国影响（Chakrabarti 2013）。

于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逐渐建立起一套包涵中西医的全国医疗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六十年代开始

的“赤脚医生”模式：以传统中医及基本的现代医学技术，“一把草，一根针”地为广大基层民众治病疗伤

（Chakrabarti 2013）。由于公共品提供在国族建设上的重要性（Wimmer 2018），建立覆盖全国的



基层医疗体系也可以看做是重建和加强国族认同的一个步骤（Chakrabarti 2013)，而中医在其中的角色

更加彰显了其国族主义色彩。所以，中医的存续是福利国家缺口与国族主义交织的产物。

由此，中医药并未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作为封建旧事物而被废除，反而因国家加持而在民众心目中获得多一

层正当性，这为它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以与国家权力及资本主义结合的形式渗透入民众的生活、获取巨额利

益铺好路。

2020年3月13日中国北京，药厂员工在连花清瘟颗粒生产线上工作。摄：Cui Na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中成药热销：国家主导市场化、选择式全球化、经济国族主义 


中国七成的药物销售额来源于医院药房，尤其是原料和技术成本都很低、但

可以卖高价的中成药，形成了“以药养医”的模式。

1979年后， 中国经济走上市场化道路。医疗原来作为公共产品，现在也被商品化，病人逐渐被视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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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Moon 2020）。医疗福利演变为医疗产业，而中医也变成中医药——多了的这个药字突显了其转变为

可以销售的本质（Hsu 2009）。

市场化的趋势在八九后的短暂停顿后被加强了——为了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中国政府系统地通过各种

政策鼓动国族主义和鼓励人们追逐财富：强化的市场化实践导致的医疗健康的不平等与腐败，有悖于中国

的社会主义承诺；于是，国族主义就再次被利用来加强国家的合法性（Moon 2018），大力鼓吹和发展具

有“民族性”的中医药，尤其是利润可观而又似乎合乎（市场）全球化标准，但其实自有其在地发展逻辑的

中成药。事实上，国家主导市场化、选择式全球化、经济国族主义是缠绕在中成药的从倡导、研发到销售

的整个流程中的。

中成药是一种以中医原理为指导，利用中草药为原材料，以类似现代药物配制成剂，形式标准化地在工厂

大规模生产的药物（Chen et al. 2014)。中成药在改革开放前就有，但只有在近年才发展迅速，首先与中

国的国家主导市场化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有关系。

由于经济开放的主要考虑是政权的存续（以及随带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对全球化的接受是

很有选择性和受控的——即便在国际压力之下，很多规章制度都是迟迟才确立、变通制定，以及粗糙执行

（Potter 2003），这在医药行业也不例外。中国直到2015年对药品创新建立的要求本身就与国际标准不

一样，只是要求对国内市场而言是新药就可以（Li 2019）。而对中药，更是实行医药审批双轨制，政策中

一直对中医药有所偏袒。

第一，中药厂家常常可以绕过临床试验，直接生产中成药。200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

《中药、天然药物处方药说明书内容书写要求及撰写指导原则》，其中规定，在中成药的说明书里，在不

良反应、临床试验、药理毒理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用“尚不明确”、“尚无信息”或“不列此项”等文字替代详尽

阐释，而2008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则进一步将其合法化为是“遵循中医药研究规律”。 但

其实，不少中成药连传统中医药药理都没有很好地遵循（Xu and Yang 2009）。于是，很多时候，中成

药的包装盒里面的禁忌和不良反应项目里面都是写著“尚不明确”，即使这些药物可能已经上市多年（赵新

宇 2013）。

第二，即便有实验，也常常有造假或宣传时有误导嫌疑。比如药企利用上述对连花清瘟的研究（Hu et al.

2020）和相关背书就夸大了其效果，而遭到其他科学家批评。

第三，在销售阶段，政策还给予中成药以市场保护。中国至今经历的30多次药品价格下调政策中，中成药

要么不降价，要么价格下降幅度极少、远低于西药，更有甚者会易装为其他药品以高价留在市场上——

2011年，70%中成药的价格都有上涨（艾美仕市场调研咨询公司 2013）。这样，人们在市场上买到的中

成药价格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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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还常常通过医院出售。由于规章的松懈，中国每年都诞生和生产大量的成分、疗效重复的“新”中成

药。为了与相似的中成药竞争，生产商还将药品利润以回扣方式给医生、医院、销售代表等，而中国医生

固定收入不高，这大大激励了医生开中成药的积极性——70%的中成药是由西医开的（赵新宇 2013）。

中国医疗费用的45%花在药品上，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准（Moon 2018）, 而中国七成的药物销售

额是来源于医院药房（Swanson 1994; Moon 2018），尤其是原料和技术成本都很低、但可以卖高价的

中成药（赵新宇 2013），形成了“以药养医”的模式。

最后，药商常常与地方政府有利益关联（Moon 2018），保护著质量成疑的中成药。这种政商关系在鸿茅

药酒事件中显示得最为明显。2018年，广州一位医生因为在网上发表质疑鸿茅药酒效果的帖文，而遭到鸿

茅药业所在地内蒙古凉城县警方的跨省追捕，全国震动。凉城县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如此行动，是因为鸿茅

药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凉城县在2016年的公共财政预算是4.08亿元，而鸿茅药业2017年给

凉城县所缴纳的税收就有3.5亿元。因此，即便近年来鸿茅药酒及其广告曾被很多（内蒙以外的）省市级食

药监部门通报违法，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鸿茅药酒依然屹立不倒。

在这种情况下，中成药用药安全事件频发，中国相关医药部门每年收到关于中医药的不良反应的报告也有

230,000宗（Cyranoski 2018），但其市场依然高歌猛进。

2022年2月27日香港深水埗，一间店舖出售连花清瘟胶囊。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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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的“一带一路” 


中成药的市场不仅限于国内，也在向国外扩张，尤其是在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Cyranoski

2018）。2016年底，中国政府发布《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中医药作为扩

大中国软实力策略的一部分，并进一步推进中医药的全球化（Collins 2020；安江 2018）。

过去几年，中医药在全球市场份额达到500亿美元（Cyranoski 2018）。在这个背景下，中成药就这样夹

杂著国族主义与官商利益，跟随著一带一路走向全球各地。莲花青瘟的生产商以岭药业2020年上半年在国

外地区的营收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0倍，而这些大多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就这样，在国族主义和经济发展

的双重驱动下，中国首先通过对全球化的在地适应（重新定义什么是创新、药品监督双轨制），然后又以

此适应全球化的产品（中成药），以全球化的管道出口到更加“边缘”的国家。

连花清瘟在各地被推广治疗COVID-19，是中国推广中医药的一个缩影，有其政治经济根源。首先，中国

历史上福利供应能力与社会主义承诺的不匹配，导致政府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支持中药，为其在后社会

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演变铺平道路；其次，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主导市场化、选择式全球化与经济国族

主义的交织，催生出效果成疑但利润丰厚的中成药产业； 最后，中国以一带一路深度参与全球化、加强软

实力而扩大输出中医药，而因疫情大卖的连花清瘟，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许珈纶，社会学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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